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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 1998—2007 年上海电子信息制造业企业数据作为样本，以邮编区为空间单元，通过空间面板

杜宾模型研究集聚外部性、空间分类对都市区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上海电子信息制造业在中心

城区和郊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差距呈现缩小态势，并未出现双边分类效应，还未像发达国家那样出现晚期集

聚; 产业技术投入强度高的企业在区域内呈现外部不经济效应，使生产率整体水平下降; 区域产业政策中，补

贴政策对生产率有一定的提升作用，而税率与生产率呈现良性互动的关系; 企业在规模和创新产出方面的异

质性对生产率也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因此，有必要控制区域集聚程度，通过区域政策引导产业的空间分类，

充分发挥创新产出的空间溢出效应，推动生产率高的企业再次定位到中心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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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电子信息制造业是 Ｒ＆D 投入强度较高的高技术产业，它作为先进制造业的重要代表，对制造业

的转型升级有着引领和支撑作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成为实施“中国制造 2025”战略的十大重点领域

之一，对我国完成“中国制造 2025”战略目标、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近

年来，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区域集聚特征日趋明显。上海作为长三角 IT 产业集群中的重要区

域，其电子信息制造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我国工业支柱产业之一，为大都市区制造业发展提供

了强有力的支撑。2018 年，上海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6 450 亿元，同比增长 1. 9%，占全市

工业总产值的 18. 5%［1］。电子信息制造业在稳步发展的基础上，产业结构加速优化，中低端产品逐步

外迁，中高端产品占电子信息制造业的比重日趋提高［2］。从劳动生产率看，上海电子信息制造业人均

产出在国内位居前列［3］。那么，都市区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发展过程中，企业生产率在空间上的分布又

是如何? Forslid and Okubo［4］对空间分类的两个发展阶段展开研究，他们发现在集聚发展的早期，低

生产率企业集中于人力资本充足的大市场，而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在劳动力资源禀赋相对高的较小区

域里集聚。而当经济发展和交通成本下降时，生产率高的企业集中在较大和人力资本资源丰富的区

域，现代化均衡出现，很多发达国家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在他们看来，早期阶段是低生产率企业被

吸引到中心区域，而晚期集聚则是最有效率的企业个体再次定位到中心区域。上海电子信息制造业

在产业空间转移、企业重新定位的过程中，制造业的生产率是否也会随着产业空间的变化而变化? 其

生产率变化的影响因素是什么? 该行业是否已经形成这种完美的自我分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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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新”新经济地理学( NNEG) 的理论框架，从分析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入手，以上海电子

信息制造业为例，结合该产业十年中生产率的动态发展情况，尝试从企业内部特征差异和空间分类效

应的视角考察企业生产效率在空间上的再定位。以邮编区为空间单元，将空间属性与企业异质性相

结合，从异质性角度讨论企业空间选择行为，深入探析都市区高新技术制造业企业生产率分布变化的

微观机制。
集聚外部性是相同或不同行业企业彼此接近后产生的外部性，这种外部性对企业生产率会产生

很大影响。新经济地理学用集聚外部性解释地区间企业平均生产率的差异，但是在企业同质性假设

下，可能会高估集聚外部性的作用［5］。因此，有必要引入企业异质性来探讨企业生产率分布变化的影

响因素。“新”新经济地理学( NNEG) 认为，除了集聚外部性的作用，地区之间生产率发展水平的差距

还来源于异质性微观主体的选择效应和空间分类效应。
一般来说，在同行业企业较多的集聚地，企业的成长性会高于同行业水平，因企业集中带来的地

方化经济与新企业创造的就业是正相关的，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得益于因集聚而产生的地方化经济
( Ｒosenthal and Strange［6］，Martin et al．［7］，Combes et al．［8］，袁丹和雷宏振［9］) 。有的学者发现我国工

业的相对集聚和劳动生产率互为因果、互相强化，行业集聚导致的企业竞争能够有效地促进行业内生

产率的提高［10］。将研究的空间尺度降低到县级行政单位，范剑勇等［11］发现电子信息制造业中专业化

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产业集聚都能带来积极的正外部性。
在全国样本范围内，有的学者发现专业化即 MAＲ 外部性对制造业增长、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为负或是

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12］。这种负的外部性是一种离心力，代表阻碍经济产生集聚的分散力［13］。从集

聚外部性效应来看，马歇尔外部性和 Porter 外部性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14］。
随着企业异质性的加入，地区间生产率的差距不再仅仅受集聚外部性的影响，还受企业的空间选

择和自我分类的影响。分类效应出现时，高生产率企业和低生产率企业都会再次定位到核心地区。
Melitz［15］构建了生产率分类和排序，Baldwin and Okubo［5］将企业异质性引入 Melitz 的贸易和地理模

型，阐述了最有效率企业倾向于中心区集聚的空间分类模式，也就是高生产率企业选择到大的中心区

域。Forslid and Okubo［16］进一步拓展了 Badwin and Okubo［5］的模型，他们发现，资本强度高、生产率高

的企业和资本强度低、生产率低的企业都倾向于重新定位到核心区域，中等效率的企业和部门则分布

在外围区域，这种行业和部门存在着双边分类效应。
在产业引导政策方面，学者们主要从税收、补贴这两类政策对企业区位选择及重新定位的影响展开

研究。Baldwin and Okubo［5］认为，政府税收、补贴等一系列的区域政策会导致生产效率不同的企业出现

不同的区位选择演变，即生产效率高的企业更强化了在城市中心的集聚，而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明显会

转移到城市的外围，这是政府政策实施产生分类效应的结果。Baldwin and Okubo［17］进一步将企业异质

性引入经济地理模型，他们发现外围地区将吸引中心地区的高生产率企业进行转移。刘殷仁和黄建

忠［18］采用 1999—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 2011 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分析验证了企业生产率的提升

具有扭曲调整效应，税收激励和其他地区的税收竞争均能促进本地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二

者的总效应也显著为正，并且这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高企业层面的生产率来实现［19］。
补贴对工业企业行为、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一直是学者们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他们认为，政府

直接补贴激励了 Ｒ＆D 的发展［20］，直接改变了企业利润函数［21］，可以抵消融资约束对生产率的负面效

应［22］，也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平稳持续增长［23］。Okubo［24］认为补贴政策会吸引低生产率企业

迁移至外围区域，企业利润成正比的财政补贴能够吸引高生产率的企业迁移至边缘区。最后，效率高

的企业趋于布局在市场空间较大的发达区域，低效率企业为避免过度竞争，不得不选择到劳动力成本

较低、竞争不太激烈、具有比较优势的边缘区。
从前人的研究来看，学者们侧重于集聚外部性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将企业异质性因素引入模

型，深入探讨空间分类效应、企业异质性对产业空间变化的影响，热衷于对产业引导政策影响区位选

择与空间集聚的问题进行研究。但是，他们对空间分类效应与生产率空间差异的关注较少，对都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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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先进制造业生产率差异产生的原因关注得不够深入，没有从邮编区的微观视角探索中心城区和

外围城区的生产率异质性及其影响因素。上述研究也未能论证区域引导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没有从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挖掘生产率空间分布的变化，也没有从产业和空间关联的视角探索生产

率发展水平出现差异的原因。此外，针对某个行业在一个区域内部生产率异质性进行分析的文献不

多，对于制造业在大都市区是否出现完美分类的研究也较少。我们将从企业异质性和空间分类效应

相结合的视角，研究都市区制造业生产率动态变化的微观机制。
二、数据处理与指标设计

( 一) 数据来源与处理

上海电子信息制造业数据来源于 1998—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根据 2002 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该行业包含 8 个三位数的行业( 表 1) ，该数

据库涵盖了所有国有企业以及产品销售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 在 500 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首先对

行业代码进行整理。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新旧类目对照表( GB /T 4754 － 2002 ) 》标准对 1998—
2002 年的行业划分进行调整，用行政区划、邮政编码筛选样本，对个别不匹配的样本进行邮编或行政

区划代码修改或补充，删除无法辨别的样本。其次剔除不合格的样本。剔除关键指标( 如工业总产

值、本年应付工资总额、固定资产净值、中间投入) 缺失或者为零的观测值［25］; 剔除产品销售收入( 主

营业务收入) 低于 500 万元的观测值; 剔除从业人数少于 8 的观测值［26］。最后对补贴收入、应交所得

税、应交增值税中的负值进行处理与调整，这些项目中为负值的均调整为零，表示当年没有产生相关

费用; 部分企业可能由于产品销售收入的下降导致税负率增高，删除税率为 25%以上的异常值。通过

整理，最后得到有效企业样本 4 664 个。

表 1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行业划分情况

代码 细分行业名称 代码 细分行业名称

401 通信设备制造 405 电子器件制造

4011 通信传输设备制造 4051 电子真空器件制造

4012 通信交换设备制造 4052 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

4013 通信终端设备制造 4053 集成电路制造

4014 移动通信及终端设备制造 4059 光电子器件及其他电子器件制造

4019 其他通信设备制造 406 电子元件制造

402 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 4061 电子元件及组件制造

4020 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 4062 印制电路板制造

403 广播电视设备制造 407 视听设备制造

4031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及发射设备制造 4071 家用影视设备制造

4032 广播电视接收设备及器材制造 4072 家用音响设备制造

4039 应用电视设备及其他广播电视设备 409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404 电子计算机制造 4090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4041 电子计算机整机制造

4042 计算机网络设备制造

4043 电子计算机外部设备制造

注: 划分依据为《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新旧类目对照表( GB /T 4754 － 2002) 》。

( 二)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本文生产率的指标采用全要素生产率( TFP) 作为代理变量，TFP 估计中的企业变量来自中国工业

企业数据库。TFP 的估算方法及估算程序代码主要参考鲁晓东和连玉君［27］、唐雪梅等［28］对制造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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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方法，采用 LP 方法［29］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计。LP 方法并不是使用投

资额作为代理变量，而是代之以中间投入指标，中间投入将通过参照估算获得。
( 三) 指标设计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1． 集聚外部性变量

用绝对性指标和相对性指标来代表集聚外部性，采用邮编区内的企业数量 num 作为绝对性指标;

同时借鉴吴建峰和符育明［30］ 用产业技术投入强度表示马歇尔外部性的做法，将产业技术投入强度

tech 作为相对性指标。

techit = wage [it ∑
n

i = 1
wageit ]/n ( 1)

wageit 表示 i 区域 t 时期的企业平均工资水平，代表企业劳动力投入水平; n 表示邮编区的个数，上

海共有 265 个邮编区( 邮编区的资料来源于上海邮政网) ; tech 表示电子信息制造业在该区域和上海

相比较的相对工资水平，用以衡量产业技术投入强度。如果该数值大于 1，代表这个区域产业技术投入

高于上海的总体水平，反之，则低于上海的总体水平。一般来说，技术投入强度高的企业更愿意在空间

上趋于集中以获得集聚外部性。
2． 产业引导政策( 空间分类) 相关变量

产业引导政策作为空间分类的代理变量，其中，税率是衡量税负轻重与否的重要标志。借鉴钱学

锋等［31］的做法，采用企业应缴纳税金与企业销售收入的比值来衡量企业税收负担。电子信息制造业

税率是用应交所得税、应交增值税两项之和与产品销售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 的比值来表示，用它作为

税收负担的代理变量，税负和企业数量的比值代表一个区域的平均税负水平，用 tax 表示; 补贴指企业

按规定收到的税费返还、定额补助、财政补贴款等，该区域内企业补贴总额和企业数量之间的比值代

表一个区域范围内各个企业的平均补贴数额，用 fiscal 表示。
3． 企业异质性变量

重点从创新产出、企业规模、企业创立时间等企业内部特征的视角探讨异质性对区域内企业生产

率水平的影响。邮编区内新产品产值的均值表示创新产出水平，用 inno 表示; 以行业工业总产值与企

业个数的比值来衡量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也就是该区域内企业的平均规模，用 size 表示; 企业经营年

限用年份加 1，再减去企业创立时间得到，用 esttime 表示。
因研究需要，以上所有变量均取对数。由于部分邮编区内变量数值为 0，因此将变量为零的数值

加 1 之后再取对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2 所示。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观测值

全要素生产率 lntfp － 1． 338 4 6． 535 1． 17 1． 398 2 650

产业技术投入强度 lntech 0 2． 854 0． 21 0． 376 2 650

企业数量 lnnum 0 4． 407 0． 576 0． 771 2 650

补贴 lnfiscal 0 10． 260 1． 001 2． 088 2 650

税率 lntax 0 0． 933 0． 033 0． 057 2 650

创新产出 lninno 0 16． 667 1． 055 3． 144 2 650

企业规模 lnsize 0 16． 573 4． 978 5． 501 2 650

创立时间 lnesttime 0 4． 585 0． 99 1． 123 2 650

三、实证分析

( 一) 模型设定

由于企业生产率变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当期生产率水平不仅取决于本期因素，也受上一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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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来考察集聚外部性、产业引导政策、企业异质性等因素对企

业生产率的影响。考虑到全要素生产率的滞后效应，我们将 TFP 的一阶滞后变量作为自变量引入模

型，加上空间效应，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如下:

ln TFPit = ln TFPi，t －1 + ρ W'i ln TFPt + β0 + β1 lnnum'it + β2 ln tech'it + β3 ln fiscal'it + β4 ln tax'it + β5 ln
inno'it + β6 ln size'it + β7 ln esttime'it + λd'iXi + ui + γi + εit ( 2)

其中，εit = λm'iεi + υit 。在这个动态的面板模型中，i 指上海各个邮编区( i 的取值为 1，2，3……n，

n 为 265) ; t 为时期，数据年限为 1998—2007 年; 、ρ、β0 － β7、δ 为待估参数，ρ 是空间自回归系数;

W'i为空间权重矩阵的第 i 行，ρW'i用来度量空间滞后对因变量的影响; lnTFP 是取对数值之后企业的全

要素生产率，lnTFPi，t －1 为因变量的一阶滞后项; lnnum、lnfiscal、lntax、lninno、lnsize、lnesttime 分别

为邮编区内企业数、平均补贴、平均税率、创新产出、企业规模、创立时间的对数值; λd'iXi 表示自变量

的空间滞后，用来测度邻近地区的变量变化对因变量的影响，其中 d'i为相应空间权重矩阵的第 i 行，Xi

为自变量的数据矩阵( 这里省略了各自变量和空间权重矩阵的乘积之和的表达式) ; ui 为区域 i 的个体

效应; γi 为时间效应; εit 为随机误差序列向量; m'i为扰动项空间权重矩阵的第 i行; vit 为εit 的扰动项。进
一步探究，如果 ui 与 xit 相关，则为固定效应模型; 反之，则为随机效应模型［32］。

用来表示空间效应的结构通常有邻接矩阵、距离和 k 个最近邻域等 3 种方法［33］，本文选用最常用

的空间距离权重矩阵［34］:

Wij = 1 / d2 i≠ j
0{ i = j

( 3)

其中，d 为各个邮编区到人民广场的欧式距离。采用反平方距离作为分母，是为了体现各个邮编

区到城市中心点呈现出指数衰减的趋势。
( 二) 空间相关性检验、Wald 检验、LM 检验和豪斯曼检验

本文通过全局 Moran’I 指数来体现空间自相关，利用 Geoda 软件计算全局 Moran’I 指数并检验

其结果。表 3 显示，1998—2007 年上海电子信息制造业 Moran’I 指数都为正值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

验，这意味着各个邮编区之间的企业生产率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一个邮编区的企业生产率水平会

受到距离较近邮编区的显著影响。从数值演变来看，个别年份有起伏，总体上有变小的趋势。

表 3 企业生产率的 Moran’s I 指数

年份 Moran’s I Z 统计量 P 值 年份 Moran’s I Z 统计量 P 值

1998 0． 17 11． 941 0． 000 2003 0． 126 8． 946 0． 000

1999 0． 165 11． 336 0． 000 2004 0． 155 9． 599 0． 000

2000 0． 155 9． 73 0． 000 2005 0． 127 9． 350 0． 000

2001 0． 154 9． 747 0． 000 2006 0． 110 6． 831 0． 000

2002 0． 164 11． 586 0． 000 2007 0． 112 7． 574 0． 000

在选择空间计量模型的估计方法之前进行 OLS 估计( 表 6) ，并通过相关检验来选择合适的模型。
OLS 估计的拟合优度为 0. 868，且所有变量都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产业技术投入、企业数量、创立时

间对生产率的影响为负，其他变量的影响为正。根据 LM 检验与 Wald 检验，其值分别为 90 304. 65 和

52 647. 61，也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可以判定空间杜宾模型( SDM) 是较优的选择。从豪斯曼检验的

数值( － 63. 34) 可知，无法拒绝原假设，最终采用聚类稳健的标准误估计随机效应的 SDM 模型。
( 三) 结果分析

1． 中心城区和郊区企业生产率的分布和发展水平差距分析

本文将上海人民广场作为都市区的中心点，距离该中心点欧氏距离 12 千米内的区域作为中心城

区，其他区域作为外围区域，也就是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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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98—2007 年上海中心城区和郊区电子信息制造业

企业数和全要素生产率情况

数据来源: 根据 1998—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相关行

业数据整理并计算而得。

图 1 为 上 海 中 心 城 区 和 郊 区 在

1998—2007 年企业数和生产率的差异情

况，其中 num 为企业数量; c、p 分别代表

中心城区和郊区。由图 1 可以看出，中

心城区的企业数在 2004 年到达高点之

后，出现稳步下降; 郊区的企业数逐步上

升，2004 年之后处在较高的水平。中心

城区企业生产率总体上高于郊区的水

平，但是 在 2004 年 之 后 呈 现 下 降 的 态

势，郊区 的 企 业 生 产 率 水 平 除 了 2005
年、2006 年有小幅度的回落之外，呈现逐

年稳步上升的趋势，区域之间生产率的

差距越来越小。由此可见，上海电子信

息制造业生产率低的企业多数集中在郊

区，但是中心城区高生产率企业的比重反而呈现下降的趋势，中心城区整体生产率水平也在平缓变化

中出现下降的态势，并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出现晚期集聚，多数高生产率企业没有再次定位到中心

城区。
表 4 企业生产率分布差异的 4 种情况

项目类别 均值 分散程度 偏度

集聚效应 xc ＞ x sc = s gc = g
选择效应 xc ＞ x sc ＜ s gc ＜ g
单边分类 xc ＞ x sc ＞ s gc ＜ g
双边分类 xc ＞ x sc ＞ s gc≈g

集聚效应、选择效应、单边分类、双边分类这 4 个因素都

将吸引高于平均生产率水平的企业到核心区域［35］，它们对

于企业生产率的分布有着不同的意义。集聚效应使核心区

企业生产率水平高于全行业的水平，企业集中于核心区域，

分散程度和偏度都和全行业水平相等，生产率分布曲线整体

右移; 选择效应会使核心地区企业生产率分布的范围缩小，

也就是说分散程度变小; 单边分类和双边分类效应则会扩大

核心地区企业生产率分布的范围，分散程度会变大。分类效

应引起分布的偏度发生变化，单边分类使核心区偏度变小，双边分类使核心区偏度和全行业的偏度趋

于一致。借鉴 Okubo and Forslid［36］的做法，表 4 显示了企业生产率差异的 4 种情形，其中 x、s、g 分别

表示生产率均值、分散程度、偏度; c 表示核心区。
表 5 上海电子信息制造业及子行业生产率分布的差异情况

行业代码 行业名称 均值 标准差 偏度

40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xc ＞ x sc ＞ s gc ＜ g

401 通信设备制造业 xc ＞ x sc ＞ s gc ＜ g

404 电子计算机制造业 xc ＜ x sc ＜ s gc ＜ g

405 电子器件制造业 xc ＜ x sc ＜ s gc ＞ g

406 电子元件制造业 xc ＞ x sc ＞ s gc ＜ g

407 视听设备制造业 xc ＜ x sc ＜ s gc ＞ g

409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xc ＞ x sc ＞ s gc ＜ g

数据来源: 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相关行业的数据整理并计算而得。

用标准差代表数值的分

散程度，计算出上海电子信息

制造业及其 6 个主要的三位

数行业在中心城区和郊区的

生产率均值、标准差、偏度的

分布情况①。表 5 列出了全行

业及企业数量较多的 6 个子

行业②的生产率分布情况。根

据表 4 的判别标准，上海电子

信息制造业中心城区生产率、
分散程度大于均值，而偏度小

于均值，整个行业生产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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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限于篇幅，不再报告各个行业生产率均值、标准差、偏度的具体数值，需要的话可以向作者索取。
另外 2 个子行业由于企业数量较少，没有列入分析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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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单边分类效应，并未出现双边分类效应; 三位数子行业中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元件制造业、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中心城区生产率、分散程度都高于均值，也都出现了单边分类效应; 电子计算机制造

业、电子器件制造业、视听设备制造业中心城区生产率低于均值，在中心城区并未出现明显的集聚效

应。这个结果和王良举等［37］不同，他们在少数细分行业中发现了存在双边分类效应的证据。
2． 生产率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表 6 给出了动态空间面板模型 SDM 估计的结果。所有的变量只有 lntax 的空间滞后项是显著的，

用 Stata 的相关命令将其他变量的空间滞后项去掉。全要素生产率滞后一期 lnTFP － 1的系数为 0. 09，

说明上一期的生产投入、产业政策中的补贴和税收以及企业异质性因素会作用于后一期的产出水平，

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一结论和曾淑婉［38］的研究结果一致。由表 6 可知，都市区

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率发展水平的差距主要源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表 6 企业生产率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

自变量
OLS 估计 SDM 估计

系数值 t 统计量 系数值 Z 统计量

lnTFP － 1 0． 169＊＊＊ 15． 06 0． 09＊＊＊ 4． 80

lntech － 0． 39＊＊＊ － 9． 02 － 0． 392＊＊＊ － 3． 35

lnnum － 0． 177＊＊＊ － 6． 49 － 0． 137＊＊＊ － 2． 55

lnfiscal 0． 034＊＊＊ 5． 24 0． 021* 1． 65

lntax 3． 832＊＊＊ 15． 69 3． 635＊＊＊ 4． 11

lninno 0． 002＊＊ 2． 52 0． 006＊＊ 1． 75

lnsize 0． 219＊＊＊ 28． 27 0． 238＊＊＊ 10． 85

lnesttime － 0． 059＊＊ － 1． 97 － 0． 09 － 1． 07

W × lntax 1． 433＊＊ 2． 15

ρ － 0． 051＊＊ － 2． 14

Ｒ2 0． 868 0． 864

Log pseudolikelihood － 1 664． 789

Hausman － 63． 34

观测值 2 385

注: * 、＊＊、＊＊＊分别表示通过 10%、5%和 1%水平的显著性检

验。

( 1) 产业技术投入强度高、企业数

量多的区域，企业生产率发展水平受到

抑制。产业技术投入强度和企业数量

的系数都为负值，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

验，表明二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

负向的。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产

业技术投入强度 lntech 每增加 1%，全

要素生产率水平下降 0. 392 个百分点;

企业数量每增加 1%，全要素生产率水

平下降 0. 137 个百分点。
企业生产率发展水平受到抑制，我

们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

企业数量增加之后，都市区企业集聚区

域将出现拥堵，土地成本、交通成本以

及投入资金规模等方面将出现明显的

制约效应。其次，要素价格上升，最终

将导致要素配置效率下降。厂商较多、
企业集聚的区域，对专业的劳动力需求

会增加，短期内该区域专业劳动力供给

如果没有相应地增加，或者增长速度较

慢的话，则劳动力价格上升最终会导致企业成本上升; 加上同行业企业对专业人才的竞争加剧，使得

劳动力投入成本进一步提高。此外，相关产业和熟练技术工人在一个地区的集聚，由于拥挤导致该地

区生活成本也会上升，企业甚至因为不堪负重而迁出该区域。因此，企业集中而且产业技术投入强度

高的区域，企业生产率水平因受到诸多因素制约反而下降了。劳动力成本对产业形成存在显著的先

正后负的效应，在发展初期更多地体现为吸引劳动力集聚带来产业形成，但后期更多地表现为企业经

营成本增加引致产业转移集聚过度所带来的负向外部性，最终导致产能利用率下降［39］。
( 2) 产业引导政策的空间分类效应显著，成为企业生产率水平提升的重要推动力。本文重点分

析税收和补贴这两种政策对区域内企业生产率水平的影响。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税率每提升 1%，

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也随之提高 3. 635 个百分点; 补贴每增加 1%，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高 0. 021 个百

分点。
税率对企业生产率水平是正向的促进作用，税收 － 产出比的提升，并没有成为阻碍企业业绩增长

的因素，其原因可能如下: 制造业企业处在良性发展的通道上，销售额不断增长，管理成本、产品成本

基本可控并下降; 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规模壮大之后出现规模经济效应，成本下降，企业利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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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率上升; 利润率上升的企业，会带动增值税等流转税和所得税的增长，税率上升。这些有生产优

势、竞争力突出的企业通常都是纳税大户，其生产率不断提升，产品销售收入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税

收也不断增加。也就是说，生产率上升，会使利润率提高，同时税收增长率也相应提升，形成良性的互

动循环，企业成长性良好，税收竞争能够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补贴作为一种额外的“收入”，在企业成本不变时，使之边际成本下降，收益增加，生产率水平提

高。电子信息制造业作为一种高新技术行业，补贴还可以降低企业的创新成本，增强企业竞争力。同

时补贴对企业生产有激励作用，可以提高企业技术水平，补贴所产生的平滑机制还有助于抵消融资约

束对生产率的负面效应［40］。
( 3) 企业异质性会影响企业生产率，企业规模、创新产品价值对产出效率有提升作用。企业创新

产品价值每增加 1%，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高 0. 006 个百分点; 企业规模每增大 1%，全要素生产率水

平提高 0. 238 个百分点; 企业创立时间对企业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由此可见，企业异质性不仅影响

企业区位选择行为，还影响着企业的生产率差距［41］。创新产出对产业发展有着一定的支撑作用，它

们之间存在正向的空间相关性，新产品价值增加，企业产出能力会提升。一个区域的创新产出受邻近

区域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邻近区域间技术共享与溢出、产业链上企业间合作促使效率提升等因素造

成的。这一结论和 Blundell and Bond［42］、商小虎［43］研究结果一致，表明新产品的价值越高，企业生产
率水平也越高，即创新要素集聚可以有效提升本城市以及周边地区的劳动生产率［44］。

从要素的产出贡献来看，企业规模对于企业生产率的贡献较大，可能是由于电子信息制造业作为

资本密集型行业，企业规模和生产率成正向的变动关系，规模越大的企业，其产出效率也越高。规模

较大的企业，其经营管理经验较丰富，可以节省支出，提高产出效率; 规模越大，企业生存时间越长，企

业风险率越低; 大企业还可以增加 Ｒ＆D 投入，使技术水平得以提升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即多数企业

扩大规模仍然有利于其生产率的提升［45］。
3． 变量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

表 7 列出了空间杜宾模型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及总效应的估计结果。其中，lnTFP － 1、lnfiscal、
lninno、lnsize 的间接效应为负值，但是总效应为正值，lnesttime 对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 上一期全要素

生产率 lnTFP － 1对本期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产业技术投入强度上升使企业成本增加，而企业数

量增加使其所处区域出现“拥堵效应”，最终导致企业生产率下降，其负向影响是显著的; 税收和补贴

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都是正向的，其中税率的影响更显著，税率和企业生产率出现了良性的互动关

系; 创新产出价值、企业规模对企业生产率影响的直接效应、总效应也是正向的、显著的。

表 7 变量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

自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系数值 Z 统计量 系数值 Z 统计量 系数值 Z 统计量

lnTFP － 1 0． 089 9＊＊＊ 4． 85 － 0． 004＊＊ － 2． 09 0． 086＊＊＊ 4． 81

lntech － 0． 394＊＊＊ － 3． 41 0． 019* 1． 86 － 0． 374＊＊＊ － 3． 41

lnnum － 0． 138＊＊＊ － 2． 49 0． 007 1． 60 － 0． 131＊＊＊ － 2． 50

lnfiscal 0． 021* 1． 79 － 0． 001 － 1． 30 0． 02* 0． 80

lntax 3． 593＊＊＊ 4． 03 1． 209＊＊ 1． 97 4． 802＊＊＊ 5． 48

lninno 0． 006* 1． 90 － 0． 000 － 1． 33 0． 006* 1． 91

lnsize 0． 239＊＊＊ 11． 09 － 0． 012＊＊ － 2． 27 0． 227＊＊＊ 11． 12

lnesttime － 0． 093 － 1． 11 0． 005 0． 94 － 0． 088 － 1． 11

注: * 、＊＊、＊＊＊分别表示通过 10%、5%和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表明，都市区电子信息制造业在中心城区和郊区的生产率差距呈现缩小态势，整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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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生产率分布仅出现单边分类效应，并未出现双边分类效应，还未像发达国家那样出现晚期集聚，

最有效率企业还未重新定位到中心城区，郊区的企业数量稳步上升。电子信息制造业是高新技术产

业，其产业技术投入强度是企业生产率的重要决定因素，产业技术投入强度高的企业在区域内呈现外

部不经济效应，导致企业生产率整体水平下降; 区域产业政策中，补贴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

有限，而税率和企业生产率呈现良性互动的关系，税率高的企业其生产率也高; 企业在规模和创新产

出方面的差异对企业生产率也会产生一定的正向影响。
针对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相关政策建议: 一是控制区域集聚程度，促进要素的合理配置。电

子信息制造业是高技术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将区域内要素集聚程度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同时促进

高技术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在中心城区和外围的

郊区之间可以实现互补，以缩小区域间的生产率差距。二是通过区域政策引导产业的空间分类。近

郊区、远郊区的补贴政策能够吸引生产率高的企业从城市中心向外围迁移，培育外围地区生产率增长

点，增加边缘区产业份额，提高企业生产率水平; 税收等区域产业政策在优化提升企业生产率的同时，

还会推动不同生产率的企业形成合理的、完美的分类。三是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充分发挥创新产出

的空间溢出效应。提高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必将成为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战略选择［46］，

要加大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进而提升企业生产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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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cation Effect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anufacturing Productivity in Urban Area

ZHANG Huiping1，LIN Shanlang2

( 1． School of Business，Minnan Normal University，Zhangzhou 363000，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Tongji University，Shanghai 200092，China)

Abstract: Taking Shanghai electronic informati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rom 1998 to 2007 as an example and zip code
area as space unit，this paper studies effects of agglomeration externalities and spatial classification on the productivity of manu-
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urban areas by using spatial panel Durbin model．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FP gap of Shanghai elec-
tronic informati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hows a narrowing trend in the central urban and suburban area． There is no bilateral
classification effect and late agglomeration as developed countries． Enterprises with high input intensity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show external uneconomic effects within the region，which reduces the overall level of enterprise productivity． The subsidy has a
limited effect on productivity in the regional industrial policy，while the tax rate and productivity show a positive interaction re-
lationship． The heterogeneity in size and output of innovation also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productivity． Therefore，it is necessa-
ry to control the degree of regional agglomeration，guide the spatial classification of industries through regional policies，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innovation output to promote the relocation of high-productivity enterprises to the
central city．

Key words: agglomeration externalities; spatial classification; TFP; electronic informati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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